
 

政府补助是否会影响企业避税行为？

邓博夫，刘佳伟，吉    利
（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传统“理性经济人”假定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认为一切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个体

的行为均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这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也使得目前在讨论政企

互惠关系时倾向于将其置于合谋的理论框架下，从政企利益交换的角度及催生出的负面影响去解

读，但文章认为政企互惠概念并非完全包括在政企合谋之中，并以政府补助与企业避税的关系为切

入点来研究政企互动过程，选取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 2008−2016 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提出并

实证检验了企业获得的补贴与其避税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同时发现，企业减少避税这一机会

主义行为会使其下一期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支持。由此可知，政企之间的这种互惠行为是符合经济

规律的。以上结果在排除了反向因果和变量衡量误差等内生性问题以及样本选择性问题后依然成

立。文章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种互惠关系会受企业自身产权属性和内部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

同时也会影响市场投资者对于该企业投资价值认知的变化。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于转轨时期我国市

场经济的有序运行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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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亚当•斯密提出从事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的行为都是符合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以

来，经济人假定（或者“理性人假定”）一直被作为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石，然而直到今天，学界对

于人是否是理性的讨论依然存在，并且日益激烈，行为经济学家基于社会心理学理论对于理性

人的假说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和修正。Alchian（1950）提出，我们应该关注的并非个体是否是经济

的、理性的，而更应该关注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个体行为选择哪些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只有符合经

济规律的行为才可以帮助个体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基于此，以往公司金融的文献在讨论

企业行为时，总是天然地基于传统的“经济人”假定去审视企业在参与经济活动时所展现出来的

经济行为。其中，对于企业所承担的纳税义务，以往文献多以一种机会主义的视角去讨论企业普

遍存在的避税行为，以及特定政策因素对于企业避税行为的边际影响，如政府的税收法规、政策

以及税收监管、执行力度（刘骏和刘峰，2014；朱凯和孙红，2014；蔡宏标和饶品贵，2015；范子英和

田彬彬，2016）。然而，鲜有研究关注到政府对于企业的征税并非一种简单的单向索取，政府调节

收稿日期 ：2018-04-2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8YJA63004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成长项目（JBK1801021）；中央高

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JBK1807096）

作者简介 ：邓博夫（1987−），男，四川简阳人，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刘佳伟（1991−）（通讯作者），男，安徽安庆人，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研究生；

吉　利（1978−），女，四川成都人，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 45 卷  第 1 期 财经研究 Vol. 45 No. 1
2019 年 1 月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an. 2019

•  109  •

http://news.youth.cn/gn/201405/t20140521_5231972.htm
http://news.youth.cn/gn/201405/t20140521_5231972.htm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4/1120/c385474-26058992.html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4/1120/c385474-26058992.html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4/1120/c385474-26058992.html
http://dx.doi.org/10.16538/j.cnki.jfe.2019.01.007
http://dx.doi.org/10.16538/j.cnki.jfe.2019.01.007
http://dx.doi.org/10.16538/j.cnki.jfe.2019.01.007
http://dx.doi.org/10.16538/j.cnki.jfe.2019.01.007


和影响企业实际税负，还可以通过政府补助的手段来完成。那么，政府补助是否真的会影响企业

避税行为呢？陈冬等（2016）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避税行为存在“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即国有企

业会通过降低避税程度以帮助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同时这种主动降低避税的行为会帮助其

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与支持，他们将政企之间的这种互惠关系称为“投桃报李”。遗憾的是，陈

冬等（2016）的研究仅仅局限在国有企业，对于民营企业却缺乏相应的讨论；同时这种互惠行为仅

仅是单边的，即国有企业以降低避税换来了下期更多政府补助，但并没有研究解释政府对企业

的补助是否会有效影响企业实际的避税行为。

理性经济人假定下的企业应当是在不确定性环境中作出符合经济规律与自身长远利益的

选择（Alchian，1950），企业避税作为一种机会主义行为虽在短期内减少了经济利益的流出，符合

企业短期利益，但长此以往，不仅会助长其短视行为，还会降低企业财务信息质量（Balakrishnan

等，2018），损害企业在政府部门的信誉，不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可以预测，政府与企

业之间存在投桃报李的互惠关系，政府补助可能会削弱企业避税这一损害政府利益的机会主义

行为，原因在于政企互惠关系符合双方长远利益，并处于动态调整的过程中，进而不断实现新的

利益平衡（Sethi 和 Somanathan，2003）。

基于此，本文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并实证检验了企业所获政府补助与其避税行为之间的关

系。经验证据显示，政府对于企业当期的补助能够有效降低企业避税动机，进而本文将研究视角

延伸到企业避税行为与未来政府补助的获取状况，动态检验了企业与政府间互惠关系的存在性

及其机理，以探究企业行为是否符合理性经济人假定下的行为规律与逻辑。因此我们发现，如果

企业当期积极履行纳税义务，降低自身的避税程度，下期获得的政府补助额会有增加的趋势；反

之，若无法有效遏制企业当期寻求避税这一损害政府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其未来将面临政府

补贴金额减少的惩罚。由此可知，当前企业获得政府补助所引致的避税动机削弱行为是符合客

观现实与经济规律的，企业在其行为中展现出了经济、理性的一面。基于此，本文可能存在以下

几点研究贡献：

首先，以往有关政企关系的研究，一方面从企业的角度认为，企业积极谋求政治联系（于蔚

等，2012；江若尘等，2013；毛新述和周小伟，2015），在增强企业资源获取能力的同时可能会损害

包括创新在内的长期发展战略（袁建国等，2015）；另一方面从政府的角度认为，除了政府官员更

替致使企业面临政治不确定性从而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徐业坤等，2013；才国伟等，2018），官员

也存在寻租的动机（Krueger，1974；逯进，2008；李雪莲等，2015）。本文的实证结果支持了政企间

存在互惠性关系，对于前人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与寻租理论所得出政府积极作用不足的研究结论

是一种修正和补充，在金太军和袁建军（2011）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用实证研究的方式证明了政企

间存在利益互惠关系，且在考察政府补助降低企业避税的行为逻辑后发现，政企之间的这种互

惠关系符合经济现实与双方长远利益的发展。基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政府补助与企业避税行为

之间的关系，丰富拓展了对于政企互惠关系的认识，并提供了一个更符合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解释。

其次，本文丰富扩展了避税和政府补助两方面文献。一方面，以往在研究影响避税行为的政

府层面因素时主要考察政府的税收政策（蔡蕾和李心合，2016）、税收监管与执行力度（范子英和

田彬彬，2016）和政企关系（李维安和徐业坤，2013）等，本文的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于企业避税

存在抑制作用；另一方面，本文也补充了对于政府补助经济后果的认识，跳出了以往对于政府补

助激励作用的研究（胡凯和吴清，2018；张亚斌等，2018），转而将政府补助作为政企互惠关系中的

一个重要替代变量，并将其与企业避税这一机会主义行为相联系。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假设的提出；第三部分为本文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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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设计，具体包括样本选择、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为本

文的进一步分析与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随着行为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入，传统理性经济人假定得到了补充和修正，认为存在于社会

关系中的每个人都是在基于互惠原则（Norm of Reciprocity）进行资源的社会交换（Gouldner，

1960），“利己”和“利他”不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利他”是长远意义上的“利己”。以往文献关注

到组织内部员工之间、组织与员工间以及企业组织之间存在资源交换的互惠行为（Hannan，2005；

Kuang 和 Moser，2009；邹鹏等，2014），而当我们将视角转向政府与企业之间是否同样存在互惠关

系时发现，现有文献在研究该领域时更多是从国有企业与政府间存在的天然联系出发，体现在

政府面对国有企业时的“父爱主义”（Kornai，1986；Kornai 等，2003），同时国有企业为政府承担着

一定的政策性负担（林毅夫等，2004），对政府存在“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陈冬等，2016）。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在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企业经济活动过程中仍然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其重要原因在于政府掌握着一部分资源的分配权，这些资源的最终分配成为政

府落实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实现供给侧改革目的的重要手段，影响到各

行业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政府补助是政府掌握的重要资源，有研究证明政府补助对企业经营活

动存在积极影响，如政府补助能有效降低企业创新活动导致的沉没成本与研发失败的风险

（Lach，2002）、降低企业研发投入的边际成本，使得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预期回报增加（Lee，

2011）。乔尔·赫尔曼和马克·施克曼（2002）、金太军和袁建军（2011）基于交换理论认为，处于经济

转轨时期的政府与企业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博弈与利益交换关系，具体体现在政府向企业提供公

共品、服务与相关资源，企业则向政府交纳税金这种交换形式的互惠关系。因此本文认为，政企

间存在利益互惠关系，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有利于降低管理层利用避税来提高流动性、降低融

资约束的动机（王亮亮，2016），从而减轻避税所造成的政府利益流失程度。

以往研究在讨论政企互惠关系时倾向于将其置于合谋理论框架下（聂辉华和李金波，2006；

聂辉华和蒋敏杰，2011），研究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存在的政企合谋现象（李双燕等，2009；张

莉等，2013；龙硕和胡军，2014；范子英和田彬彬，2016），尤其范子英和田彬彬（2016）从企业逃税

的角度分析了地方政府与企业间存在的合谋动机，具体体现在地方政府由于税收竞争、财政压

力而放宽对企业逃税行为的限制与惩罚，从而加剧了企业在不同地区间无序性流动，与之不同

的是，本文认为政府与企业间存在互相“支持”的现象，即企业基于建立与维持政企间互信，得到

政府补助支持度越高的企业其避税程度相应越低。聂辉华和蒋敏杰（2011）在比较政企互惠、政

企合谋与官商合谋几种关系的差异性后认为，从广义上来说政企合谋部分包括了政企互惠与官

商合谋，政企合谋就是宽泛意义上的政企间互予优惠的行为，既包含了政府对企业正当履行行

政管理与服务的职责，也包含迫于财政压力、税收竞争而放任企业逃税、环境污染和土地违法等

负面事件的发生（李双燕等，2009；张莉等，2013；龙硕和胡军，2014；范子英和田彬彬，2016），甚至

导致腐败问题（金太军和袁建军，2011）。因此前人在探讨政企互惠时一般从政企利益交换催生

出的负面影响去解读，更多的是在讨论政企合谋导致的消极后果，而本文认为政企互惠概念并

非完全包括在政企合谋之中，如图 1 所示，两者应为交叉关系。现有研究关于政府部门与企业间

的利益交换属于广义上的互惠（聂辉华和蒋敏杰，2011），该种互惠方式符合双方短期利益诉求，

但忽视了社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虽不违法（聂辉华和蒋敏杰，2011），却是粗放式地方经济成长

模式下的产物，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党和国家号召“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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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①，需要我们不断

思考政企互惠的有益模式与实现方式。

因此，政企合谋的表现正如范子英和田彬

彬（2016）所发现的那样，政府基于税收竞争与政

绩诉求会放任企业逃税，而政企互惠则是政府

利用补助资源支持企业发展，企业规范自身纳

税行为，提升政企互信基础，营造良好的政商环境。基于此，本文提出政企互惠关系的假说 H1：

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企业接受的政府补助额越高，其当期避税程度相对越低。

既然政企间存在互惠关系，基于政企间存在动态博弈过程以及企业的机会主义动机，企业

为何不选择在接受来自政府无偿性补助的同时仍然通过避税渠道进一步实现利润最大化呢？政

府能否防止企业基于自利动机破坏政企互惠关系与互信基础呢？

毫无疑问，企业只有作出符合经济规律的行为决策才能有效实现利润最大化目的，因此企

业在进行行为决策时必须保持长期理性，任何短视的机会主义行为必然违背互利共赢的经济规

律，且习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互利共赢这一国家战略，②充分揭示了谋求长期经济利益必

须遵守互利共赢的原则，同时，在我国政府目前面临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亟需调整的形势下，

反对短视化的经济行为也符合可持续发展以及睦邻友好的经济发展宗旨。企业的避税行为不仅

会直接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削弱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李增福等，2016），而且还将损害政府对于

企业的信任与支持，损伤政企互惠基础，基于政府与企业间存在动态博弈行为（金太军和袁建军，

2011），政府补助对于企业具有社会资源集聚的信号作用（郭玥，2018），一旦企业选择避税这一机

会主义行为谋求利益增长，政府部门势必会相应调整对其的资源支持力度，使双方利益互惠关

系达到新的利益平衡（Sethi 和 Somanathan，2003）。因而本文所言政企互惠关系并非“空中楼阁”，

是政府和企业基于利益互惠的现实与后果所作考量后的行为选择，短期内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

资源有助于改善经营和财务状况，从长远来看持续获得这一政府资源并维持与政府间互信基础

还有助于构建长期相对稳定的政商环境，增强企业长期投资发展的信心与动力。基于此，本文提

出假设 H2：其他条件不变时，企业当期避税行为与其下期政府补助额存在负相关关系，即积极履

行纳税义务的企业下期所获得的政府补助资源更多，反之若企业当期的避税程度越高，下期政

府补助额会有所下降。

三、实证设计

（一）样本选择。本文选取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 2008−2016 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经过

一系列筛选，包括剔除 ST 公司、金融类上市公司、名义所得税率缺失样本以及与连续变量相关

数据缺失的样本后，最终的样本范围为 2 549 家 A 股上市公司。本文所使用的名义所得税率与

政府补助数据来自 WIND 数据库，其中，政府补助有关数据来自 WIND 数据库披露的企业财务

报表附注中“非经常性损益”科目下的政府补助以及税收返还与减免。其他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为消除极端值对研究的影响，已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 5% 的缩尾处理。

（二）模型选择与变量定义。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1）检验假设 1，即政企间存在互惠

关系，接受政府补助额度越高的企业其避税程度越低。为验证企业在获得政府补助资源后纳税

政企互惠

政企合谋

官商合谋

图 1    政企互惠、政企合谋与官商合谋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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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来自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上的报告内容。

② 详情请参见 http://news.youth.cn/gn/201405/t20140521_5231972.htm 与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4/1120/c385474-

26058992.html 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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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是否更加规范，避税程度是否在一定程度有所降低，本文在模型（1）中设定因变量为企业避

税程度（TaxAvoidanceit），自变量为企业收到的政府补助额（Subsidyit）。

TaxAvoidanceit = α+β1×Subsidyit +
∑

Controls+εit （1）

为进一步探究政企互惠关系形成并得以维持的机理，本文研究了企业当期避税程度如何影

响其下期的政府补助，即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企业对于政府补助作出的积极反馈是否是出于长远

利益的考虑，若当期积极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能够得到政府进一步的鼓励与支持，就能在一定

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企业行为背后的理性逻辑。因此，参考陈冬等（2016）的研究，本文在模型（2）中将政

府补助变量滞后一期（Subsidyit+1）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企业当期的避税程度（TaxAvoidanceit），

并通过控制政府补助的当期发生额以消除其时间上的连续性。

Subsidyit+1 = α+β1×TaxAvoidanceit +
∑

Controls+εit （2）

关于本文的关键变量与相关控制变量的具体定义如下。

1. 企业避税（Tax Avoidance）。由于现有文献针对企业避税的衡量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用

企业实际所得税率（ETR）衡量，另一种则用会计与税收间的差异（BTD）衡量。具体而言，对于实

际所得税率（ETR）的衡量方法，本文借鉴 Chen 等（2010）以及陈德球等（2016）的研究，采用企业名

义所得税率减去企业实际所得税率的算法；对于会计与税收间差异（BTD）的算法则参考陈德球

等（2016）以及刘行和叶康涛（2013）的研究，用企业利润总额与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之差除以企业

当期资产规模后的值衡量。关于这两种衡量方式进一步细化的算法参表 1，本文在主回归中采

用实际所得税率（ETR）衡量企业避税程度，在稳健性检验部分用 BTD 指标替换 ETR 指标来衡量

企业避税程度。

2. 政府补助（Subsidy）。参考步丹璐和王晓艳（2014）以及罗宏等（2014），本文将企业年度获得

的政府补助额进行对数化处理构造连续型变量 LNSUB。考虑到目前政府补助中包含企业受到

的政府税收返还及税收减免，企业在进行避税活动时势必会受到直接影响，为排除该影响对结

论的干扰，将其从政府补助金额中剔除，进而用剔除后对应的政府补助取对数值（LNSUB）作为主

解释变量。

3. 控制变量。为控制其他因素对于企业避税的干扰，本文参考前人研究，将企业规模（SIZE）、

盈利能力（ROA）、负债水平（LEV）、企业成长性（GROWTH）、固定资产占比（PPER）、无形资产占比

（INTANG）、存货占比（INVINT）、是否发生亏损（LOSS）、审计师意见（AUDIT）以及公司治理方面的

因素，如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RCR1）、股权制衡度（SHRZ）、是否两职合一（DUAL）、董事会中独

董比例（DR）等纳入模型加以控制。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因变量
ETR

公司避税程度
名义所得税率−（总的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利润总额

BTD （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名义所得税率）/期末总资产

自变量 LNSUB 政府补助数额 企业当年获得政府补助（剔除税收返还与减免）的对数值

调节变量 STATE 产权性质 国有企业赋值为 1，非国有企业为 0

中介变量 DA_ABS 盈余管理程度 采用通过修正 Jones 模型计算而来的企业当年可操纵性应计的绝对值（DA_ABS）来衡量

控制变量

SIZE 资产规模 年末总资产的对数值

ROA 总资产收益率 企业净利润与期末总资产的比值

LEV 财务杠杆 企业资产负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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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从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可以看出，作为衡量企业避税的其

中一项指标 ETR 均值为 0.004，说明中国上市公司总体上企业实际所得税率低于名义税率，存在

避税现象，这与刘行和叶康涛（2013）以及陈德球等（2016）的研究发现一致，而另一项指标 BTD 均

值为−0.007，与现有文献的发现一致，即税法对企业应纳税所得额规定较为严格，一般会超过企

业当年的会计利润。样本中企业获得政府补助（SUB）的均值为 1 834 万元，不同企业间获得的政

府补助额存在明显的分布差异。另外，样本中国有上市公司的比例（STATE）为 41.6%，年度亏损

企业占比为 9.3%，盈利的平均水平为 4%，董事会中独董比例为三分之一左右，样本企业中绝大

多数企业的总经理和董事长并非同一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在 35.37%。其余变量的统计

结果与前人研究也较为一致。

续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控制变量

PPER 固定资产占比 固定资产净值/总资产

INTANGR 无形资产占比 无形资产净值/总资产

INVENTR 存货占比 存货与期末总资产的比值

LOSS 是否亏损 若企业当年发生亏损赋值为 1，否则为 0

AUDIT 审计意见类型 若当年企业被出具非标意见赋值为 1，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赋值为 0

SHRCR1 股权集中指标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SHRZ Z 指数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

DUAL 两职合一 若总经理与董事长为一人赋值为 1，否则为 2

DR 独董比例 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之比

YEAR 年度变量 虚拟变量，所在年份为 1，否则为 0

IND 行业变量 虚拟变量，所在行业为 1，否则为 0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p25 p50 p75 最小值 最大值

ETR 16 082 0.004 0.151 −0.057 −0.002 0.0820 −0.352 0.279

BTD 16 082 −0.007 0.031 −0.020 −0.004 0.009 −0.084 0.052

SUB 16 082 1 834 2 759 210.4 711.70 2 009 0 11 000

STATE 16 082 0.416 0.493 0 0 1 0 1

SIZE 16 082 21.94 1.152 21.05 21.79 22.69 20.19 24.40

ROA 16 082 0.040 0.041 0.013 0.035 0.065 −0.047 0.125

LEV 16 082 0.451 0.209 0.280 0.451 0.621 0.103 0.808

PPER 16 082 0.231 0.161 0.100 0.201 0.337 0.013 0.572

INTANGR 16 082 0.044 0.039 0.015 0.034 0.060 0 0.149

INVENTR 16 082 0.156 0.132 0.063 0.123 0.205 0.006 0.518

LOSS 16 082 0.093 0.291 0 0 0 0 1

AUDIT 16 082 0.034 0.180 0 0 0 0 1

SHRCR1 16 082 35.37 14.24 23.42 33.66 46.12 13.81 63

DR 16 082 0.368 0.043 0.333 0.333 0.400 0.333 0.455

DUAL 16 082 1.772 0.419 2 2 2 1 2

SHRZ 16 082 10.68 13.94 1.940 4.432 12.59 1.103 5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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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列示了不同样本区间的企业避税程度在有无获得政府补助条件下的单变量统计检验

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全样本中，无论是均值 T 检验还是中位数条件下的 Mann-Whitney 检

验，有获得政府补助的企业相对于未获得政府补助的企业来说其避税程度更轻。当区分企业产

权属性时，国有企业样本中有无获得补助的企业在避税行为上无显著差异，相反，在非国有企业

中，获得政府补助比未获得政府补助的企业避税程度显著更低。故而单变量统计结果初步验证

了研究假设中所认为的政府补助能够有效降低企业避税动机，即政府与企业间存在一定的互惠

性，企业并非短视的“理性经济人”。

（二）实证结果。本文根据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1）进行实证检验后得到的结果如

表 4 所示，在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企业

避税行为的其他因素以及控制企业所处行

业与年度后，政府补助与企业避税指标的

负相关关系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获得

政府补助后的企业当期避税程度有了明显

的降低，该结果支持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设

H1，即企业所获政府补助越高，避税程度越

低。证实了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企业与政府

间存在的互惠关系。

通过模型（2）得到表 5 的实证结果，控

制政府补助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后发现，企

业当期避税程度与其下期所获政府补助呈

显著负相关关系，从而说明，企业当期有着

良好的纳税行为时，政府下期给予企业的

补助额度会有所提升，这不仅与现有相关

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如陈冬等（2016）在研

究了国有企业具有“逆经济周期支持”效

应后发现，经济下行时国企避税程度的降

低会使得政府提高对其下期的补助额度以

作为回馈，同时也与现实相符，例如博爱新开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109）曾因积极

履行纳税义务获得政府颁发的“纳税突出贡献奖”并收到配套奖金（计入政府补助）61 000 元；内

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328）同样因积极履行企业纳税义务而获政府额外纳

税奖金（计入政府补助）120 000 元，类似案例广泛存在，从而有效说明了企业与政府间存在着利

益互惠关系，而当企业选择与政府间保持利益互惠关系时就会得到政府通过政府补助为手段的

表 3    政府补助与企业避税行为的单变量分析

有政府补助 无政府补助
t 检验 Mann-Whitney 检验

均值 中位数 均值 中位数

ETR（全样本） 0.00126 −0.00252 0.03044 0.02191 6.614*** 6.918***

ETR（国有企业） 0.00515 0.00161 0.00812 0.00762 0.427 0.913

ETR（非国有企业） −0.00146 −0.00465 0.04998 0.05943 9.067*** 8.300***

表 4    政府补助与企业避税

ETR ETR

LNSUB −0.00118***（−4.43） LOSS 0.27057***（59.33）

SIZE 0.00026（0.21） AUDIT 0.03401（5.45）***

ROA 0.81235（23.10）***
SHRCR1 −0.00007（−0.84）

LEV −0.00851（−1.19） DR 0.04513*（1.83）

PPER 0.03015***（3.64） Dual 0.00100（0.39）

INTANGR −0.06875**（−2.40） SHRZ 0.00008（0.88）

INVENTR −0.09400***（−8.50） Constant 0.05397*（1.93）

年度和行业 控制 adj. R2
0.235

N 16 082 F 124.19

　　注：*、**、***分别代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下表统同。

表 5    企业避税与下期政府补助

F_SUB

ETR −0.46464**（−2.31）

LNSUB 0.52934***（81.46）

控制变量 控制

年度和行业 控制

N 13 532

adj. R2
0.497

F 382.61

　　注：限于篇幅问题，本文没有列示其他控制变量的实证检验结果，

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下表统同。

邓博夫、刘佳伟、吉    利：政府补助是否会影响企业避税行为？

•  115  •



嘉奖，相反，企业打破与政府间的利益互惠关系时则会导致政府降低补助金额。因此，政企间的

利益互惠是动态连续的。

（三）稳健性检验①。

1. 反向因果问题。本文发现政企间存在的互惠关系表现在企业获得政府补助后有降低避税

动机的倾向，而企业降低避税后下期获得的政府补助额可能会提升，因此政府补助和企业避税

行为间很可能存在反向因果这一内生性问题，为证实两者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分别采用了工具

变量法与联立方程组模型。

首先，运用工具变量法设计模型（3）和（4）重新检验研究假设 H1。参考汪秋明等（2014）、王克

敏等（2017），本文选用产业政策（IND_Policy，具体衡量参考陈冬华等（2010）、陆正飞和韩非池

（2013））、上一期政府补助（L_SUB）作为企业所获政府补助的工具变量，通过模型（3）得到政府补

助的拟合值（LNSUB2），然后代入模型（4）。结果如表 6 第（1）−（2）列所示，受到产业政策支持、上

一期获得政府补助额越高的企业当期政府补助额越高，而接受政府补助额越高的企业当期避税

动机越低。

LNSUBit = β0+β1INDPolicyit +β2L_SUBit +
∑

Controls+εit （3）

ETRit = α0+α1LNSUB2it +
∑

Controls+µit （4）

为检验假设 H2，我们将企业下期所获的政府补助（F_SUB）作为被解释变量，当期避税程度

（ETR）作为解释变量，将行业盈余管理的平均化水平（MEAN_DA，其中盈余管理水平是根据修正

Jones 模型计算得到的操纵性应计的绝对值）作为企业避税的工具变量，通过模型（5）得到企业当

期避税变量的拟合值（ETR2），然后代入模型（6）。从表 6 第（4）列结果可以看出，工具变量法下的

企业当期避税行为与其下期所获得的政府补助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因此，利用工具变量法重

新检验的结果依然支持本文的假设，故排除反向因果问题对于本文结论的干扰。

ETRit = α0+α1 MEAN_DAit +
∑

Controls+µit （5）

F_SUBit = β0+β1ETR2it +
∑

Controls+εit （6）

其次，借鉴尹美群等（2018）研究创新投入与公司绩效之间相互影响的内生关系的做法，本文

设计模型（7）与（8）以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采用 3SLS 方法进行回归估计：

LNSUBit = β0+β1ETRit+
∑

Controls+εit （7）

表 6    工具变量法下政府补助与企业避税行为

（1）LNSUB （2）ETR （3）ETR （4）F_SUB

IND_Policy 0.31656***（5.81） MEAN_DA −0.22559**（−2.47）

L_SUB 0.57861***（95.05） ETR2 −45.08327**（−2.24）

LNSUB2 −0.00188***（−3.75） LNSUB 0.52744***（80.9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度和行业 控制 年度和行业 年度和行业 控制 控制

N 13 206 13 206 N 15 736 13 206

adj. R2
0.465 0.223 adj. R2

0.208 0.483
F 955.59 100.51 F 459.08 36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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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Rit = α0+α1LNSUBit+
∑

Controls+µit （8）

对政府补助（LNSUB）与企业避税（ETR）

根据豪斯曼（Hausman）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如

表 7 所 示 ， e 1 为 模 型 （ 7 ） 中 政 府 补 助 变 量

（LNSUB）对所有外生性变量 OLS 回归后得到

的残差代入模型（8）后的回归系数，在 1% 的

水平上显著不为 0，从而说明政府补助（LNSUB）

与企业避税（ETR）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内生性，

故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可有效检验两者间的因

果关系。

通过表 8 联立方程组模型的 3SLS 回归

结果和普通 OLS 回归结果对比后可知，对于

接受政府补助后的企业，其避税行为是否有

所收敛，两种回归方法得到了显著一致的结

果，即政府补助下的企业避税动机显著降低。

但考虑到反向因果关系，即在企业避税行为有可能影响其所获得的政府补助，但通过检验模型

（7）发现 3SLS 回归与普通 OLS 回归均无显著性结果，从而无法有效说明政府补助与企业避税之

间互为因果关系，因此进一步验证了企业所获政府补助额越高其当期避税程度越低这一事实，

并排除了政府补助与企业避税之间可能存在

的反向因果关系。

2. 个体固定效应。考虑到同一企业不同

时期的补贴和避税有较大的波动且可能对本

文结论产生一定的干扰，因此为控制企业的

固定效应，我们在主回归模型（1）的基础上采

用一阶差分的方法设计模型（9）。结果如表 9
所示，企业所获政府补助额越高，其避税活动

程度下降越明显，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TaxAvoidanceit = α+β1×∆Subsidyit +
∑
∆Controls+εit （9）

3. 自选择问题。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政府补助如何影响微观企业的避税活动，因而存在样本

选择性偏差问题，参考吴万宗等（2018）的研究，企业获得政府补助有可能与其某些特征相关，如

亏损企业存在积极寻求政府补助补亏及美化财务业绩的动机，因此研究政府补助给企业带来的

直接效应时应考虑不同企业获得政府补助可能存在的特殊情况，故一定的政府补助与较低的企

业避税行为很可能是某一类型企业所具有的共同属性，本文在研究两者间存在的关联性时可能

会遗漏一些难以观测的因素，为解决样本自选择可能导致的研究偏差问题，本文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法，第一步根据同行业该年度所获政府补助额的平均状况（MEAN_SUB）、企业上年度所获

政府补助额（L_SUB）以及企业层面的特征后估计出该企业该年度获得政府补助的概率，并计算

出企业是否获得政府补助的逆米尔斯比值（IMR），第二步将 IMR 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模型（1）

后发现，企业当年获得的补助额越高，企业避税程度降幅越明显，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4. 变量衡量误差。为避免本文所得结果与变量的衡量方式有关，一方面我们将主回归中所

使用的企业实际所得税率（ETR）替换为会计与税收间的差异（BTD），另一方面为排除政府补助获

表 7    Hausman 检验结果

项目 系数 T 值 Adj-R2

e1 −0.00127***
−4.61 0.227

表 8    不同模型回归结果

3SLS 估计/ETR OLS 回归/ETR

LNSUB −0.002***（0.001） −0.001***（0.00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度和行业 控制 控制

LNSUB LNSUB

ETR 0.975（0.735） −0.222（0.19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度和行业 控制 控制

N 13 206 13 206

表 9    一阶差分模型下政府补助与企业避税行为

△ETR

△LNSUB −0.00172*（−1.91）

控制变量 控制

年度和行业 控制

N 13 532

adj. R2
0.258

F 12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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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时的企业规模效应，将政府补助除以总资产的相对值（SUBR）作为解释变量对本文研究假设分

别再作检验后结论仍保持稳健。

5. 剔除新会计准则的因素。参考刘行和叶康涛（2013）的研究，考虑到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可

能会对本文的研究问题产生干扰，因此剔除了 2008−2010 年的样本，保留 2011−2016 年的 12 108
个样本后对本文假设进行再次验证后结论依然不变。

五、进一步分析

（一）不同产权性质下的企业避税行为。承上所述，基于利益互惠原则，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

有助于削弱其避税的动机，但这一互惠关系仅适用于非国有企业，原因在于：目前我国仍处在经

济转型升级期，与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国有企业不同的是，国有企业仍然是我国政府部门落

实相关政策目标、参与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黄速建和余菁，2006），因此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

具有区别于非国有企业与政府间关系的特殊性，国有企业承担着包括吸收冗员、政策性投资以

及缴纳更多的税收以帮助政府维持财政收支平衡与社会稳定在内的诸多政策性目标（林毅夫

等，2004；陈冬等，2016），同时国有企业享有政府赋予的特有的预算软约束，因此本文认为，国有

企业获得包括政府补助在内的预算软约束与其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和社会责任直接相关，其所承

担的政策性负担越多，获得的预算软约束相应越高，故而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与政

府间存在的天然联系使其必然与政府间存在互信基础，其互惠性关系无法体现在政府补助与其

避税行为关系上。

因此，本文在进一步考虑企业产权属性的

基础上，根据模型（1）按照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

业的产权属性进行分样本检验（结果见表 10）后

发现，作为解释变量，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仅在

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影响企业当期的避税程

度（ETR），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政府补助

对于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

企业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经济效应，从而在陈

冬等（2016）研究发现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相对于国有企业纳税行为具有“逆经济周期支持效

应”而言，非国有企业在获得政府补助后企业避税程度有了更为明显的降低。

（二）政府补助、盈余管理动机与企业避税。Jensen 和 Meckling（1976）提出，企业内外部信息

不对称是引发管理层代理问题的重要原因，已有研究从避税的代理观这一视角发现，企业管理

层会利用信息不对称从事避税活动，这进一步恶化了企业内部代理问题（刘行和叶康涛，2013）。

因此，本文进一步检验企业获得政府补助是否影响其盈余管理动机从而作用于避税活动，采用

修正 Jones 模型计算而来的企业当年可操纵性应计的绝对值（DA_ABS）来衡量企业盈余管理水

平。表 11 中 Panel A 的结果显示，企业当期所获政府补助降低了避税程度，Panel B 的实证结果表

明，企业当期获得的政府补助额越高，其盈余管理动机明显降低越多，从而降低企业当期内外部

信息不对称程度。在 Panel C 中，当控制企业当期盈余管理程度后，我们检验了政府补助对于企

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当期盈余管理程度越高时，企业信息透明度越低，避税程度相对越

高，而政府补助仍会有效降低其避税动机，这说明盈余管理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政府补助降

低企业当期避税动机的部分原因在于降低了企业当期盈余管理动机，从而改善了企业内外部信

息不对称程度，提升了企业信息质量。

表 10    产权属性、政府补助与企业避税

国有企业 ETR 非国有企业 ETR

LNSUB −0.00053（−1.28） −0.00138***（−3.8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度和行业 控制 控制

N 6 694 9 388

adj. R2
0.231 0.247

F 52.45 7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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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补助、避税与企业市场价值。由

于企业与政府间存在动态的互惠关系，政府补

助可能成为政府部门制约企业避税这一机会主

义行为的有效手段，企业打破与政府间的互惠

关系可能导致下期政府补助额的降低，这是否

会引发市场投资者对于该企业投资价值的认知

变化呢？本文进一步探讨获得政府补助后的企

业避税行为对于该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从表 12
中的实证结果可以得知，企业当期获得的政府

补助金额越高时，避税程度越高对于其市场价

值损害越大。具体而言，第（1）−（3）列实证结果

分别表明未获得政府补助、政府补助额较低以

及政府补助额较高三种情形下企业存在的避税

程度如何影响其市场价值，结果显示，在控制其

他影响因素后，当期获得较高额度政府补助的

企业其避税程度与其市场价值显著负相关，第

（4）列将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额与其当期避税

程度作交乘后发现，获得政府补助额度越高时，

企业当期避税程度越高对其市场价值损害越

大，市场投资者对于企业破坏政企互惠关系的

行为持负面态度。

六、结论与启示

一直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奉行传统“理性经济人”假定，认为一切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个体，

其任何行为均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这直接影响了后续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随着人类经济

实践活动不断往复，行为经济学研究日益繁盛，结合社会心理学和实验科学的发展成果，我们能

从更多的角度合理解释人类经济活动动因以及经济后果，丰富和修正了传统观念下的“理性经

济人”假定。本文在经过修正和完善后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基础上，研究了政府与企业间的关

系问题，从政府补助的角度出发，研究了获得政府给予的无偿性补助后企业能否在减少政府利

益损失的避税活动方面自觉做出相应让步，降低自身的避税程度。最终发现：企业在接受政府补

助的同期确有避税程度降低的情况发生，即从动态博弈的角度来看，当期企业避税这一机会主

表 11    政府补助、企业盈余管理动机与避税

ETR

Panel A

LNSUB −0.00120***（−4.37）

控制变量 控制

年度和行业 控制

N 15 736

adj. R2
0.234

F 127.47

DA_ABS

Panel B

LNSUB −0.00058***（−5.78）

控制变量 控制

年度和行业 控制

N 15 735

adj. R2
0.095

F 47.94

ETR

Panel C

LNSUB −0.00118***（−4.27）

DA_ABS 0.05880***（2.66）

控制变量 控制

年度和行业 控制

N 15 735

adj. R2
0.234

F 124.42

表 12    政府补助、企业避税与市场价值

（1）TQ （2）TQ （3）TQ （4）TQ

ETR 0.23254（1.10） 0.05985（0.65） −0.14815*（−1.92） 0.98124***（6.49）

LNSUB −0.01511***（−7.45）

LNSUB × ETR −0.06972***（−7.0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和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260 7 083 7 739 16 082

adj. R2
0.655 0.609 0.624 0.608

F 65.66 291.76 348.22 6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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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行为会影响下期所获政府补助，政府补助能够成为政府部门制约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一种手

段，而从政府补助资源获取难度与经济意义上来看，这种“投桃报李”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

更为明显，因此政府在对企业进行补贴优惠时应考虑公平性，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资

源分配时应当保持客观与公正，防止出现盲目的“父爱主义”，损害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进一步研究后发现，政企间的这种互惠关系会受到企业内部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更重要

的是，企业打破与政府间的互惠关系时投资者会有负面反应，企业市场价值会显著降低。本文的

研究发现对仍处于转轨时期的我国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企业积极有序参

与，政府公平有序调节，市场资源才能得到合理有序分配，才能有效维护市场投资者利益。

本文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即使本文认为政府与企业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互惠行为关系，

但对于该种互惠关系本身是否存在良好溢出效应未有探究，即本文所探讨的有限政府补助资源

虽然能促进企业规范纳税行为，但政府资源与企业避税行为的互动过程是否能有效助推供给侧

改革并淘汰落后产能，从而这种互惠关系的存在对于加速行业过剩产能的挤出是否有益，以及

是否会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战略升级等，这些宏观层面经济影响与后果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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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Government Subsidies Affect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Deng Bofu,  Liu Jiawei,  Ji Li
(School of Accounting，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611130，China)

Summar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re is a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tends to put i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collusion theory，to interpr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change of interests，and to explain the negative con-
sequences caused by the collusion when discussing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en-
terprises previously. However，we believe that the reciprocit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is not
completely involved in the concept of collus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and the two should
be cross-cutting. Therefore，through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behaviors，we find the mutual suppor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that is，enterprises
plan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the mutual trus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and the higher degree
of government subsidy support makes the lower degree of tax avoidance. The tax avoidance of enterprises as
an opportunistic behavior reduces the outflow of economic benefits in the short term，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short-term interests of enterprises，but in the long run，it encourages its short-sighted behavior，reduces the
quality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of enterprises，and damages the credibility of enterprises in government de-
partments. It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From this point of view，the tax
avoidance motive weakened by the current government subsidies is in line with objective reality and econom-
ic law，and enterprises show an economic and rational side in their behavior.
　　Considering that there may be a reverse causal problem between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in this paper，we use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and the method of establishing the simultan-
eous equations model to further verify the hypotheses of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till support our conjectures. In
addition，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still robust after controlling the individual’s fixed effects，the meas-
urement error of the variables，and the sample selection problem. In further research，we find that the role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in suppressing the tax avoidance of enterprises is only significant in the sample of n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reason why government subsidies can reduce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is partly
because government subsidies can weaken the incentives for corporate earnings management，thus improving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of enterprises. We also find that when the higher amount of government sub-
sidies received the higher level of tax avoidance in the current period induces the greater level of damage to
their market value. Market investors have a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which under-
mines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vernment.
　　This paper verifies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
prises，and proposes amendments and supplements to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of the predecessors based on 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 and the rent-seeking theory.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has certain enlightenment for the
orderly operation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which is still in the transitional economy period. Enterprises
actively and orderly participate in，the government adjusts in a fair and orderly manner，market resources can
be allocated reasonably and orderly，and finally，we can effectively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market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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